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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用能转型的

影响研究

——基于“双生”机制的探究

任林静，毛嘉宁

摘  要：精准扶贫作为中国减贫事业的核心政策，其对农户生计的改善是否会推动生活用能的绿色转型，

是理解乡村经济与能源协同发展的关键议题。本研究基于 2018—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

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t 模型分析了精准扶贫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用能转型的影响，并从生活环境转变和生计

非农转型两个维度进一步探究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双生”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精准扶贫

政策能有效降低农户选择污染性能源 （如薪柴、煤炭） 的概率，但对推动农户转向清洁性能源 （如电力、天

然气） 的作用不显著。中介机制检验表明，精准扶贫政策通过生活环境转变与生计非农转型的“双生”机制，

在抑制低收入群体生活用能污染化转型中成效显著，但尚未有效撬动清洁化转型。其中生活环境转变机制呈

现“软环境驱动，硬环境滞后”的特征；而生计非农转型机制通过收入赋能和时间约束双重路径抑制用能污

染化转变。基于此，结合当前数智时代发展优势，从政策协同、环境优化、生计升级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推动农村生活用能从“被动减污”向“主动清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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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等战略部署，将绿色发展理念与乡村振兴实践深度融合，为新时

代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三农”发展协同推进指明了方向。统筹推进全国及各地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既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增效的关键举措，也是

夯实乡村振兴生态基础、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农村地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用能

转型正是这一进程中的重点难点。当前中国城市生活用能已基本实现清洁化［1］，但农村低收入群体受

经济、技术、基础设施等限制，对传统生物质能、煤炭等污染性能源依赖程度仍较高，普遍面临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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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低和环境污染重的双重困境［2］［3］，既制约农户生活质量提升，也阻碍乡村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

因此，厘清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生活用能转型的驱动因素与作用路径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目前，农村地区生活用能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农村地区生活用能现状

的剖析与刻画，包括能源消费结构、能源贫困、区域差异及污染减排潜力等［2］［4］［5］［6］。其中，有

关农村能源贫困的研究聚焦低收入群体等不同群体在能源可及性、可负担性、清洁化转型等方面

的困境，探究能源贫困的生成逻辑［7］、识别与测量［8］、效应［9］等。二是对农户用能决策影响因素

的探究。相关成果已从早期的“能源梯度模型”“能源转换模型”发展为“多重燃料模型”“家庭

能源选择综合框架”，证实农户能源选择并非简单的线性升级过程，而是受到能源可得性、能源设

备技术特性、文化偏好、健康状况、家庭内部女性的议价能力、信息传播等多因素交织影响的复

杂转型过程［10］［11］［12］［13］。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点局限：其一，研究视角多聚焦于“用能决策”

的静态分析，即探讨农户在特定情境下的能源使用选择，对“用能转型”这一动态过程关注不

足［14］［15］［16］，而后者更能反映内外因素变化对农户能源消费行为的长期影响；其二，对外部政策

因素的考量较为零散［2］［7］，尤其是对与农村低收入群体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政策和农户生活用能

转型之间关系的探究不足，难以揭示政策驱动下农村能源转型的深层逻辑。

精准扶贫政策作为中国贫困治理的标志性创新实践，在提升农户收入水平、推进教育医疗普

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成效显著［17］［18］［19］，不仅实现了绝对贫困的消除，还对全球减贫事

业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20］［21］［22］。值得注意的是，精准扶贫框架下的专项工程已显现出能源转型

的潜力，例如光伏扶贫工程通过整合日照资源和土地资源，在促进贫困户增收的同时也帮助农户

形成清洁用能习惯，为农村能源结构化提供了实践样本［23］［24］。可见，精准扶贫政策可通过改善农

户生计与生活环境为其生活用能转型升级奠定基础。然而，现有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的研究多

聚焦于农户增收效应［25］［26］、能力提升［27］、生活条件改善［28］［29］ 等维度，鲜有研究将其与农户生

活用能转型相衔接，更未打开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黑箱”，尚未明确精准扶贫在农村能源转型中

的角色和价值，也未提供脱贫攻坚与乡村绿色发展政策衔接的实证依据。

为此，本研究围绕以下核心问题展开：精准扶贫政策是否推动了农户生活用能转型？其影响程

度如何？精准扶贫政策如何通过生活环境转变和生计非农转型的“双生”机制对农户生活用能产生影

响？基于研究结论，在乡村振兴阶段如何制定针对性措施来实现农村清洁能源转型，以期为农村能源

政策优化与乡村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突破以往能源使用研究中“静态决策”的局限，聚焦低收入群体“用能转型”的动态过程，以“污染

化抑制”和“清洁化促进”两个维度衡量并剖析农户能源使用状态的转变，更精准捕捉政策与环境的

长期影响，回应低收入群体生活用能“高污染依赖、低清洁转化”的现实困境。第二，拓展精准扶贫

这一重大社会政策效应的评估范畴，从传统的“经济减贫”延伸至“能源转型”领域，构建精准扶贫

政策与低收入群体用能转型的分析框架，系统刻画精准扶贫政策中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治理、劳务输

出、技能培训等多元举措成效。第三，将精准扶贫政策解构为“环境赋能”与“生计赋能”两大维

度，从生活环境转变和生计非农转型切入，探究精准扶贫影响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双生”机制，形

成“外部环境-内在动力”的互补性分析链条，更清晰地揭示政策作用的传导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影响

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以建档立卡的方式，通过精准匹配扶贫措施与帮扶资源、构建严格责任

评估体系，实现贫困治理从“普惠式”向“精准化”转型，为贫困地区低收入群体的多维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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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系统性支撑［30］。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不仅为农村地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还改

善了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普及了清洁化用能知识，为畅通低收入群体生活用能转型的经济门槛、

硬件约束和认知偏差三个堵点提供了内生动力和外部保障。

首先，以经济支持和收入提升降低用能转型需求端的经济门槛。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劳务输出对

接、特色产业扶贫等举措直接或间接地拓宽了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渠道，尤其是增加农户非农收入的

比重。而收入增长能够直接突破低收入群体清洁能源购买的成本约束，增强清洁能源的持续支付能

力［31］。因此，清洁能源转型往往被看作是收入增长的结果，收入增长会促进人们选择更清洁的生活

能源［8］，且这种效应随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增强［32］。此外，非农收入也能通过提升农户健康意识等渠

道促进农户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抑制农户使用柴草、煤炭等固体能源［15］。为此，

精准扶贫政策带来的经济支持和收入提升，一方面降低了清洁能源设备购置和使用的经济门槛，另

一方面通过减少低收入家庭对传统低成本污染能源的依赖，从需求端推动用能结构向清洁化转型。

其次，以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破解用能转型供给端的硬件约束。精准扶贫政策将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作为重点攻坚领域，其中能源基础设施、光伏扶贫等专项工程直接提升了贫困地区贫困

群体的能源服务水平与清洁用能可及性［33］。在硬件改造方面，农村电力线路升级、燃气管道铺设

等举措解决了清洁能源“最后一公里”的供应难题。在专项工程方面，光伏扶贫项目通过开发农

村日照资源，不仅为农户带来了股金分红等直接收入，还使电力成为农户使用成本低、方式便捷

的生活用能。因此，基础设施的改善与服务水平的提高改变了传统农村污染能源易得、清洁能源

难寻的局面，从供给端为农村居民用能转型提供硬件支持。

最后，以绿色减贫宣传、贯彻，矫正用能转型意识端的认知偏差。在“两山”理论与绿色发

展理念指引下，精准扶贫政策突破单一经济减贫的传统路径，通过生态补偿、生态产业扶持等

“绿色减贫”实践，向贫困地区农户传递清洁化用能知识与可持续发展理念［34］。部分地区将村庄环

境整治与扶贫工作结合，通过环保宣传纠正农户“重成本、轻环保”的用能认知；部分地区通过

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生态产业，让农户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直观感受到清洁环境与生活

质量、经济收益之间的正向循环，主动形成清洁用能意识。这种实践引导下的认知重塑，从意识

端消除农户对清洁能源的使用顾虑［35］，为用能转型提供内生动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农户生活用能转型。

（二）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作用机制

精准扶贫政策突破单一经济减贫的局限，将生态保护、能力建设、环境改善等多维度目标融

入贫困治理实践，通过多样化措施重构贫困人口生活与生计场景，实现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的

良好结合［36］。这种“生活-生计”双维度的政策干预，聚焦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外部环境约束与内

在动力不足两大关键问题。一方面，政策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等方式改善精准扶贫对象的生活环境，

缓解清洁能源使用的硬件与场景限制；另一方面，政策通过发放求职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等激励

措施，推动生计非农转型，破解清洁能源消费经济与时间成本约束。二者形成“双生”作用机制，

共同驱动农户生活用能转型。鉴于此，本文分别从生活环境转变与生计非农转型两个方面阐述精

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作用机制。

1.  生活环境转变。精准扶贫政策通过产业赋能和空间优化推动农户生活环境系统性改善，为

用能转型创造外部条件。2015 年，党中央在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六个精准”与“五个一

批”的战略部署，明确将环境改善与减贫目标协同推进①。对于有产业发展潜力的地区，政策通过

①   参见 《习近平：脱贫攻坚战冲锋号已经吹响全党全国咬定目标苦干实干》，https：//www. gov. cn/xinwen/2015-
11/28/content_501792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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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特色产业，如乡村旅游等，激活发展动能。2016 年国务院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明

确提出“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①，通过游客对清洁居住环境的需求倒逼当地基础设施升级，如

道路硬化、水电供应优化等，同时，引导农户为适配旅游场景主动减少污染能源使用。而针对生

态脆弱或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集中安置等方式确保搬迁农户的配套设

施完备和公共服务完善［37］，如电力稳定、燃气接入等，从空间维度切断农户对传统生物质能源的

依赖，缩短农户与清洁能源供应点的距离，显著提升清洁能源消费占比［38］。据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说。

H2：生活环境转变在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2.  生计非农转型。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就业激励和收入赋能推动农户生计非农转型，为用能转

型注入内在动力。传统生计模型下，农户需投入大量时间收集、运输生物质燃料，挤占创收时

间［39］。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发放求职创业补贴、开展劳务输出、扶持非农产业等举措改善了这一局

面。如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低收入群体的农业劳动时间［40］，产业扶持政策引导农户从传统农业向

非农领域流动［24］，双重作用推动劳动力配置从农业依赖型向非农多元化生计转型，进而从经济能

力、消费认知、时间成本等方面驱动用能转型。其一，非农收入提升破解清洁能源消费的经济约

束，使农户可以承担太阳能、沼气池等清洁设施的投资成本，以及天然气等商品能源的购置费用，

减少对柴草、煤炭等传统污染型能源的依赖；其二，非农就业过程中的健康知识传播与消费场景

升级，重塑农户用能认知，将清洁用能与健康保护关联，主动选择对人体无害、环境友好的炊事

能源［15］；其三，外出务工人口比例提升改变了家庭时间配置。传统能源获取属于劳动密集型活

动［39］，劳动力外流使农户难以维持薪柴砍伐、煤炭搬运等行为，转而选择便捷化、商品化的清洁

能源。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生计非农转型在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综上分析，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以下简称 CFPS）。CFPS 是

①   参见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https：//www. gov. cn/zhengce/content/2016-12/
26/content_5152993. htm。

图 1　精准扶贫政策对生活用能转型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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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提供的数据涵盖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

覆盖中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 205 个县，能够有效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

健康的变迁。结合研究目的与通行方法，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 筛选出 2018 年和 2020 年

的农村家庭样本；（2） 剔除了模型涉及的关键变量存在严重数据缺失的家庭样本，最终得到了 4 
499 个样本。此外，控制变量中，人均 GDP 数据主要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以及各省份统计

年鉴，低碳能源试点数据来自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国家低碳省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官方报道。

（二）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生活用能转型。参照崔荣国等［41］对清洁能源的界定，

结合农村生活用能实际消费场景，以 CFPS 问卷中“您家最主要用哪种燃料做饭？”为基础，按污

染强度与能源属性将生活用能划分为污染型、低污染型、清洁型能源三类，如表 1 所示。其中，污

染型能源涵盖煤和柴草两类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会释放大量可吸入颗粒、硫化物、氮氧化物等多

种有毒化学物质，兼具“高污染、低效率、非生态”三重特征，是农村生活用能污染的主要来

源［2］［3］。低污染型能源涵盖罐装煤气、液化气、天然气、管道煤气等，是经过处理与商品化后的

化石能源，虽通过技术提纯消除了硫化物等有毒气体排放，但燃烧仍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属

于“减污未脱碳”的过渡性能源［15］。清洁型能源涵盖太阳能、沼气、电力等，依托绿电、火电清

洁化改造等，可实现“零污染、循环利用”［24］［33］。考虑到 2018—2020 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收官的

冲刺期，精准扶贫政策效应集中释放，本研究以 2018 年为基期，2020 年为报告期，通过追踪同一

农户两期生活用能类型的变化，将生活用能转型界定为污染化转变、无转变、清洁化转型三类，

如表 1 所示。

从 2018—2020 年建档立卡农户生活

用能类型的动态变化来看，精准扶贫政

策实施期间，低收入群体用能结构呈现

“污染降、过渡升、清洁稳”的阶段性特

征。与 2018 年相比，2020 年建档立卡农

户在生活中使用污染型能源的比重有所

降低、低污染型能源比重有所上升，而

使用清洁型能源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

（如图 2 所示）。这一结果反映出政策对农

户用能“减污”的推动作用已初步显现，

但对“清洁”的驱动效果尚未充分释放。

表 1　生活能源类型与生活用能转型情况定义

生活用能类型

污染型

低污染型

清洁型

内容

煤、柴草

罐装煤气、液化气、天

然气、管道煤气

太阳能、沼气、电力

生活用能转型

污染化转变

无转变

清洁化转型

核心内涵

用能清洁度降级，反映农户对污染型能源

依赖强化，与能源绿色转型目标相悖

用能类型长期稳定，未发生清洁梯度变化

用能清洁度升级，涵盖“减污”的初级转型，

与“清洁”的深度转型

内容

清洁型→低污染型

清洁型→污染型

低污染型→污染型

污染型→污染型

低污染型→低污染型

清洁型→清洁型

污染型→低污染型

污染型→清洁型

低污染型→清洁型

图 2　2018—2020年建档立卡农户生活用能类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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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从建档立卡农户用能类型的分布来看 （如图 3
所示），2018—2020 年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用能转型呈现

“以稳定为主，转型分化”的特点。首先，无转变农户占

比最高，69. 16% 的建档立卡农户两期用能类型保持一

致，这一群体或因用能习惯固化、外部转型条件约束等

尚未启动用能转型；其次，清洁化转型农户占比次之，

17. 41% 的建档立卡农户实现用能清洁度升级，印证了精

准扶贫政策在推动部分农户用能转型中的积极成效；第

三，污染化转变农户仍占一定比例，13. 43% 的建档立卡

农户出现用能清洁度降级，这类反向转型既可能源于农

户短期生计压力，也可能与地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有关，是后续机制分析与政策优化的重点。

2.  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直接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在中国精准

扶贫实践中，建档立卡是识别帮扶对象、精准配置扶贫资源、确保政策落地的核心制度安排。基

于该制度背景与数据可及性，本研究以“农户是否为建档立卡户”作为政策参与的代理变量。

从农户用能结构变化来看 （如图 4 所示），两类农户生活用能转型呈现“污染型用能被抑制、

转型程度分化”的特征。两类农户对污染型能源使用的比例下降幅度相似，均在 7% 左右。不同的

是，建档立卡户主要转向低污染型能源使用，比例上升 7%，而清洁型能源的比例未发生明显变

动，说明他们的用能转型主要体现在推动污染型能源向低污染型能源转换，尚未对清洁能源使用

形成有效驱动。非建档立卡户则主要转向清洁型能源，这一比例提升 5%，低污染型比例提升 2%。

由此，非建档立卡农户在用能转型过程中更具优势，呈现出由污染型向清洁型的跃升，而建档立

卡户可能由于所在地区自然条件差、能源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逐步向低污染转型，但清洁用能

转型较难。

从用能转型比例来看 （如图 5 所示），与非建档立卡户相比，建档立卡户用能转型活跃度更高，

但转型方向分化更明显。建档立卡户生活用能产生转型的比重高于非建档立卡户，虽然建档立卡

户在生活用能清洁化转型的占比更高，但同时在生活用能污染化的比重也高于非建档立卡户。

3.  中介变量。基于前文“双生”机制的理论分析，对两类中介变量进行多维拆解。一是生活

环境转变。生活环境转变聚焦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用能外部条件的改善，涵盖基础设施等“硬环

境”和生态环境质量等非物质条件构成的“软环境”两个维度，均采用 CFPS 问卷中农户五级评价

图 3　建档立卡农户 2018—2020年生活

用能转型情况

图 4　2018—2020年建档立卡户与非建档立卡户生活用能类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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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如表 2 所示。其中，公共设施状况 （硬环境） 衡量农村基础设施等物理条件改善程度；周边

环境质量 （软环境） 衡量农户生活区域非物质性生态环境质量。二是生计非农转型。生计非农转

型聚焦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用能内在动力的重塑，涵盖非农就业数量变化与收入来源质量变化两

个核心维度，均通过 CFPS 数据计算而得。其中，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变化衡量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数

量变动；有工资收入的人口比例变化衡量农户家庭收入来源的质量变动。

4.  控制变量。参考孙繁等［15］与杨柳等［38］关于农户用能行为的研究，结合本研究逻辑，从家

庭微观特征、主事人决策特征和地区宏观特征三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一是家庭特征，包括耐用

图 5　建档立卡户与非建档立卡户生活用能转型情况对比

表 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统计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家庭特征

家庭主事人特征

地区变量

生活环境转变

生计非农转型

变量名

生活用能转型

是否建档立卡

耐用品价值

农用机械价值

家庭净房产

农业户口占比

家庭抚养比

家庭受教育程度

家庭主事人年龄段

家庭主事人最高

学历

人均 GDP

低碳城市试点批次

公共设施状况

周边环境状况

有工资收入的人口

比例变化

外出务工人口比例

变化

变量定义与赋值

生活用能变化类型：污染化=1，无转变=2，清洁化=3
建档立卡的农户=1，未建档立卡的农户=0
购买或维修耐用消费品的支出的对数值

农用机械总值的对数值

家庭总房产−总房贷的对数值

家庭中农业户口的成员占家庭人口比例

家庭中低于十四岁或高于六十五岁的成员占家庭人口

比例

家庭中最高学历为初中及以上的成员占家庭人口比例

家庭主事人年龄≤30、（30，45］、（45，60］、（60，75］、＞75
分别赋值为 1、2、3、4、5
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
职=4，大专=5，大学本科=6，硕士=7，博士=8
省份 2019 年的人均 GDP，取对数

该省被纳入国家低碳城市的批次：第一批=1，第二批

=2，第三批=3
所住的村/小区周边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设施整体

情况如何：很差 =1，较差 =2，一般 =3，较好 =4，很
好=5
所住的村/小区周边环境（是否有噪声污染、垃圾堆放

等情况）情况如何：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
4，很好=5

家庭中有工资收入的成员占家庭人口比例的变化

家庭中外出务工的成员占家庭人口比例的变化

样本量

4 499
4 345
4 450
4 303
4 498

4 498

4 499

4 499

4 207

4 499

4 499

4 450

4 458

4 499

4 499

均值

/
0. 134
8. 365
3. 123

10. 695
0. 730

0. 388

0. 330

3. 289

2. 381

10. 894

1. 590

3. 375

3. 517

-0. 008

-0. 103

标准差

/
0. 340
2. 979
4. 079
3. 449
0. 300

0. 602

0. 293

0. 988

1. 089

0. 343

0. 520

1. 063

1. 053

0. 296

0.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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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家庭净房产、农业户口占比等；二是家庭主事人特征，包括年龄段、最

高学历等；三是地区变量，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 GDP 和低碳城市试点批次。其中，人均

GDP、耐用品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家庭净房产做了取对数处理。各变量的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如表 2 所示。

（三） 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模型。本文使用无序多分类 logit 模型来考察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

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logiti = ln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P ( )Y = i

P ( )Y = 2
= αi + βi Anti_poverty + γi X + μi + εi     i = 1，3 （1）

其中，P (Y = i ) 代表第 i 类生活用能转型的概率，P (Y = 2) 为“生活用能无转变”的概率

（参照组），Anti_poverty 为精准扶贫政策；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 为个体、家庭及区域固定效应，

ε为随机误差项。相对风险系数 （Relative Risk Ratio，RRR） 的具体计算如式 （2） 所示：

RRR = P (Y = i|Anti_poverty = z + 1，X = x ) /P (Y = 2|Anti_poverty = z + 1，X = x )
P (Y = i|Anti_poverty = z，X = x ) /P (Y = 2|Anti_poverty = z，X = x )

= exp ( βi )

i=1，3 （2）

其 中 ， RRR 反 映 了 在 控 制 其 他 所 有 变 量 保 持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X = x）， 当 核 心 自 变 量

Anti_poverty 增加 1 个单位 （从 z 到 z+1） 时，农户选择第 i类生活用能转型的概率相对于参照组的

发生比的变化情况。若相对风险系数大于 1，意味着相对于生活用能无转变，建档立卡农户生活用

能污染化/清洁化转型的概率高于非建档立卡户；若相对风险系数小于 1，则反之。

2.  机制分析模型。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将从“生活环境转变”和“生计非农转型”两个

方面对精准扶贫政策影响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机制进行检验，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构建如下

模型：

M = a + bAnti_poverty + cX + ε （3）

其中，M 表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中介变量，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变量：公

共设施状况、周边环境、有工资收入的人口比例变化

和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变化，其他变量设置同式 （1）。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建档立卡对农户污

染化能源转变有显著负向作用，即建档立卡的农户发

生用能清洁度降低的概率比非建档立卡农户低 35%；

而对清洁化能源转型无显著影响，说明精准扶贫政策

尚未有效推动农户用能向清洁型能源升级。这一结果

印证了假说 H1 的部分成立。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用能

转型产生了正向干预，但作用呈现“抑制污染化、清

洁化不显著”的差异化特征，仅实现“减污”目标，

尚未达成“清洁”目标。可以从政策目标定位和转型

现实约束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是否建档立卡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效应

伪 R2

N

污染化转变/
无转变

RRR
0. 650**

（0. 115）
1. 576

（5. 147）
YES

YES

0. 007
3803

清洁化转型/
无转变

RRR
0. 893

（0. 145）
1. 448

（4. 124）
YES

YES

注： ***、 **、 * 表示估计结果在 0. 01、 0. 05、
0.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级聚类稳健标准

误；为了缓解遗漏变量造成的偏误，模型中控制

了区域固定效应，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将省份

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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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对农村贫困的多维治理，实现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的基

本生存需求［26］，政策资源更多投向收入提升、住房安全、义务教育等基础领域，对生活用能清洁

化的专项支持相对有限。对低收入群体而言，虽然目前基本生活有了“兜底”，但清洁能源设备，

如电暖气、天然气灶等的购置成本，天然气、电力等长期使用成本等仍相对高昂，超出了其支付

能力。另一方面，部分欠发达地区虽完成电力、燃气等基础设施全覆盖，但仍存在重建设、轻运

营等问题，导致农户即便有清洁用能意愿，也因基础设施可靠性不足而不敢放弃污染型能源，进

而制约清洁化转型。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为排除核心变量测度偏差对结论的干扰，本文使用政府补贴对数值作

为精准扶贫政策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政府补贴具有明确靶向性，

主要投向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生计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与建档立卡制度共同构成了精准

扶贫政策的核心干预手段，可有效替代是否建档立卡衡量政策参与度，结果见表 4 列 （1），结果

稳健。

2.  缩尾处理。为避免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 1% 的缩尾处理并重新估计，

结果见表 4 第 （2） 列，结果稳健。

3.  替换估计方法。为排除结果受计量模型选择的影响，采用 m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见

表 4 第 （3） 列，核心变量的边际效应一致且大小相近，结果稳健。

4.  删除小集群样本。集群内样本量过小会导致标准误估计偏差，为确保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有

效性，且排除小集群样本对核心结果的影响，删除了村居样本量少于 2 的观测值，见表 4 第 （4）
列，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5.  安慰剂检验。为了排除其他混淆因素的干扰，检验核心变量影响的稳健性，本文构造了与

核心变量“是否建档立卡”分布一致但无真实因果关联的虚假变量，重复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4 第

（5） 列。虚假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核心结论的因果关系更可靠，非随机巧合或未观测混淆变

表 4　精准扶贫政策与生活用能转型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政府补贴对数值

是否建档立卡

建档立卡虚假变量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区域固定

伪 R2

N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1）
污染化

转变

RRR
0. 737***

（0. 085）

3. 167
（10. 694）

YES
YES

0. 008
3 801

清洁化

转型

RRR
0. 939

（0. 111）

1. 516
（4. 252）

YES
YES

缩尾处理

（2）
污染化

转变

RRR

0. 651**

（0. 115）

1. 574
（5. 143）

YES
YES

0. 007
3 803

清洁化

转型

RRR

0. 893
（0. 145）

1. 445
（4. 118）

YES
YES

替换估计方法

（3）
污染化

转变

ME

-0. 045**

（0. 019）

YES
YES

/
3 803

清洁化

转型

ME

-0. 007
（0. 023）

YES
YES

删除小集群样本

（4）
污染化

转变

RRR

0. 627**

（0. 115）

1. 203
（4. 130）

YES
YES

0. 008
3 620

清洁化

转型

RRR

0. 911
（0. 150）

0. 526
（1. 570）

YES
YES

安慰剂检验

（5）
污染化

转变

RRR

0. 954
（0. 143）

1. 038
（3. 421）

YES
YES

0. 006
3 803

清洁化

转型

RRR

0. 976
（0. 128）

1. 270
（3. 593）

YES
YES

注：***、**、*分别表示 0. 01、0. 05 和 0.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村级聚类稳健标准误；模型均以无转变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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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导致。

（三） 内生性分析

本文参考李玉山等［21］构造工具变量的方法，以农户所在村或社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比例作为

工具变量。一方面，从理论上讲，建档立卡的识别是在村级层面通过“四议两公开”等程序完成

的，村级建档立卡比例直接反映了该村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力度和贫困发生率，村级建档立卡贫

困户比例越高，说明该村整体贫困覆盖面越高，农户个体被识别为建档立卡户的概率也越高，满

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强相关的要求。另一方面，村级建档立卡比例是一个宏观层面变量，取决

于扶贫政策布局和村庄整体的贫困状况，其标准主要是收入、“两不愁三保障”等经济维度，一般

不直接影响微观个体或家庭的能源决策与行为，需通过影响农户是否被政策识别这一机制来影响

其行为，契合了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表 5 第 （1） 列） 也表明工具变量

的合理性。基于工具变量构建条件混合过程联立模型 （CMP），结果见表 5 第 （2）、（3） 列，结果

依然稳健。

（四）“双生”机制检验

本部分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 （GSEM） 检验“生活环境转变”和“生计非农转型”两种机

制是否成立，并用 Bootstrap 法 1 000 次重复抽样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确保了结果的稳健性。

1.  生活环境转变。表 6 生活环境转变机制的检验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对公共设施状况、

周边环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农户用能类型无转变相比，加入中介变量后是否建档立卡对农

户用能类型污染化转变的直接效应显著，且为负向，而对农户用能类型清洁化转型的影响不显著。

同时，公共设施状况对农户用能类型污染化的作用不显著，而周边环境对农户用能类型污染化的

影响负向显著，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验证了“精准扶贫→生活环境转变→生活用能转型”的传

导路径，假说 H2 成立。其中，噪音状况、卫生状况等软环境的改善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影响比

基础设施等硬条件的改善带来的影响更显著，一方面可能源于硬环境改善的成本约束，即硬件环

表  5　内生性分析

变量

工具变量：村级建档立卡比例

是否建档立卡

常数项

控制变量

区域固定效应

第一阶段 F 值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伪 R2

N

第一阶段

（1）
是否建档立卡

4. 040***

（0. 150）

-0. 612
（0. 935）

YES
YES

1 168. 89
56. 66

［0. 000］
4 885. 84
｛16. 38｝

0. 321
3 801

污染化转变/无转变

（2）
系数

-0. 688**

（0. 342）
-0. 813
（2. 135）

YES
YES

0. 007
3 801

清洁化转型/无转变

（3）
系数

0. 242
（0. 403）
-1. 169
（1. 408）

YES
YES

注：***、**、*分别表示 0. 01、0. 05 和 0. 1 的显著性水平；圆括号内为村级聚类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的数值为 p 值；

大括号内的数值为 Stock Yogo 检验在 10% 水平对应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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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改善通常需要更高的投资成本，导致农村地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可能相对滞后，或仅完

成覆盖式建设，却未能同步实现功能性完善，限制了清洁能源的推广和利用。另一方面可能源于

软环境优化的认知驱动，即周边环境质量的改善能直接提升农户生活体验，提高农户对生活质量

的期待和要求，强化环保用能认知，从认知到行为的联动效应无须高额成本，对污染化转变的抑

制作用更为直接、显著。

2.  生计非农转型。表 7 生计非农转型机制的检验结果显示，是否建档立卡对有工资收入的人

口比例变化、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变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加入中介变量后是否建档立卡对农

户用能类型污染化转变的直接效应呈负向显著，而对农户用能类型清洁化为负向不显著。同时，

表 6　生活环境转变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是否建档立卡

公共设施状况

周边环境状况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效应

R2

N
中介变量

公共设施状况

周边环境状况

公共设施状况

系数

0. 254***

（0. 053）

YES
YES

0. 029
3 819

污染化转变

系数

-0. 418**

（0. 176）
-0. 040
（0. 050）

YES
YES

0. 008
3 795

对污染化转变的间接效应

-0. 010
-0. 022

清洁化转型

系数

-0. 118
（0. 163）

0. 035
（0. 044）

YES
YES

周边环境状况

系数

0. 245***

（0. 053）

YES
YES

0. 026
3 823

BootSE
0. 013
0. 013

污染化转变

系数

-0. 409**

（0. 178）

-0. 092**

（0. 045）
YES
YES

0. 008
3 799

偏差矫正 95% CI
［-0. 040，0. 015］

［-0. 050，-0. 005］

清洁化转型

系数

-0. 100
（0. 163）

-0. 063
（0. 045）

YES
YES

注：***、**、*分别表示 0. 01、0. 05 和 0. 5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村级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7　生计非农转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是否建档立卡

有工资收入的人口比例变化

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变化

控制变量

地区固定效应

R2

N

中介变量

有工资收入的人口比例变化

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变化

有工资收入的

人口比例变化

系数

0. 028**

（0. 014）

YES
YES

0. 018
3 827

污染化转变

系数

-0. 420**

（0. 178）
-0. 361**

（0. 177）

YES
YES

0. 008
3 803

对污染化转变的间接效应

-0. 010
-0. 018

清洁化转型

系数

-0. 113
（0. 163）
-0. 004
（0. 150）

YES
YES

外出务工人

口比例变化

系数

0. 036**

（0. 014）

YES
YES

0. 009
3 827

BootSE

0. 007
0. 011

污染化转变

系数

-0. 410**

（0. 178）

-0. 484**

（0. 199）
YES
YES

0. 009
3 803

偏差矫正 95% CI

［-0. 030，-0. 000 03］
［-0. 045，-0. 002］

清洁化转型

系数

-0. 109
（0. 162）

-0. 104
（0. 168）

YES
YES

注：***、**、*分别表示 0. 01、0. 05 和 0. 5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村级聚类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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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户用能类型无转变相比，有工资收入的人口比例变化和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变化均对农户用能

类型污染化为负向显著，对农户用能类型清洁化为正向不显著，且置信区间不包括 0，验证了“精

准扶贫→生计非农转型→生活用能转型”的传导路径，假说 H3 成立。

在生计非农转型机制中，收入增加效应与劳动时间配置效应对农户生活用能污染化转变的抑

制作用显著、对农户生活用能清洁化转型影响不显著，可能源于用能转型动力与转型条件的不匹

配。（1） 清洁能源的成本门槛未突破。尽管非农收入提升为农户提供了一定经济基础，但清洁能

源设备的初始购置成本及长期使用成本仍超出部分低收入农户的承受能力，清洁能源的普及和使

用并未得到显著提升。（2） 清洁能源供给支撑不足。虽然生计非农转型后，农户在农业生产以外

的活动时间增加，但由于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功能配套不足等原因，农户在实际生活中仍

难以获得和使用清洁能源。（3） 污染性能源仍具有比较优势。相对于清洁能源，污染性能源 （如

煤炭、木柴等） 更加便宜易得。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农户在选择能源时更倾向于使用污染性

能源，尤其是在没有足够经济激励和政策引导的情况下。因此，尽管精准扶贫政策提高了农户的

经济水平和改变了他们的劳动时间配置，但由于清洁能源和污染性能源之间的价格竞争和可及性

差异，对农户用能清洁化转型没有显著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18—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FPS），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t 模型，系统探

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影响，并检验生活环境转变和生计非农转型的“双生”

中介机制。核心研究结论如下：（1） 精准扶贫政策能够显著影响农户生活用能转型，但呈现“抑

污染”有效，“促清洁”不足的特征；（2） 生活环境转变在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影

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呈现“软环境驱动，硬环境滞后”的特征；（3） 生计非农转型在精准扶贫政

策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影响中也起到中介作用，通过收入赋能和时间约束双重路径抑制用能污

染化转变。

基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活用能转型的“抑污染有效、促清洁不足”特征，以及生活环境

转变和生计非农转型的“双生”作用机制，结合当前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发展优势和趋势［42］，本

文从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推动农村生活用能从“被动减污”向“主动清洁”转变。

第一，数字驱动政策协同，构建“减污+脱碳”双目标导向的智慧能源支持体系。数字技术

不仅是破解传统能源体系瓶颈的关键，更是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核心要素［43］。为打破脱贫攻坚时

期形成的“重减污、轻脱碳”的政策惯性以及“想转转不起、转后难持续”的困境，亟待构建智

慧能源支持体系。一是搭建农村能源数字管理平台，整合农户收入水平、能源消费数据、清洁设

备使用状况等信息，运用人工智能算法精准识别转型困难群体，基于“一户一档”的动态数据库

实现分级补贴与阶梯奖励。二是强化考核导向与资源配置优化，将农村电网数字化水平、分布式

能源接入率、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等指标纳入乡村振兴考核体系，优化政策资源配置，重点支持农

村电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光伏、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普及提供网络支撑。

第二，智慧赋能生活环境，“硬条件”完善和“软环境”培育双向发力。针对生活环境转变机

制中“软环境驱动、硬环境滞后”的特征，为破解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与农户转型意愿不强的双重

难题，亟待构建内外联动的转型动力机制。一是以数字化手段完善硬设施建设与运维，在农村电

网、清洁能源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嵌入智能监测模块，推广新能源微能网，搭建设施共享平台，

形成覆盖“建设—运营—维护”全流程的数字管理体系，确保设施“建得成、用得上、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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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on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Transition among Low-income 

Groups
—  Analysis Based on Twin Mechanisms

REN Lin-jing，MAO Jia-ning

Abstract：As the core policy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driv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PA）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improvement.  Whether this improvement can propel the 
green transition of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constitutes a key iss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energy system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spanning 2018 to 2020， this study employs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PA 
policy on the transition of residential energy use among low-income groups.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twin” mechanisms through from two dimensions—specifically， changes in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the shift 
toward non-agricultural livelihood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PA effectively reduces rural households’ prob⁃
ability of adopting polluting energy sources （e. g. ， firewood and coal）， yet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to clean energy （e. g. ， electricity and natural gas）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tests con⁃
firm that TPA exert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impact on the adoption of polluting energy among low-income 
groups through the “twin” mechanisms of living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livelihood 
transition but has not yet effectively facilitated the shift toward clean energy.  Notably，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exhibi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oft environment-driven progress coupled with hard 
environment lag”， while the non-agricultural livelihood transition mechanism curbs the use of polluting 
energy through dual pathways： income empowerment and time constraints.  Drawing on these insights and 
leverag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this study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ree dimensions—policy coordination， environmental optimization， and livelihood upgrading—to promote 
rural residential energy use from “passive pollution reduction” to “proactive clean energy adoption”.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households； residential energy transition； mediating effect； 
CFP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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